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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贵州喀斯特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石漠化问题突出。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在政策引导与市场驱动下，

生态农业的介入正深刻改变着当地传统的生计方式，推动其由单一、粗放的种植模式向多元化、生态化

的现代农业模式转型。从生态人类学的整体性视角出发，生态农业不仅重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强化

了社区共同体的协作机制与集体行动能力，成为西南地区协调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实现农民增收与文

化传承的关键路径，为西南生态脆弱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贵州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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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arst region of Guizhou features a fragil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rominent rocky desertifi-
cation, yet it is endowed with rich ethnic cultural diversity.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driven by policy guidance and market forces, the introduction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has profoundly transformed the local traditional livelihoods. It has promoted the shift 
from a single, extensive planting model to a diversified, ecological modern agricultural model. From 
the holistic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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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e a key pathway for coordinating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creas-
ing farmers’ incomes and inherit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n southwest China. It provides important 
“Guizhou Experie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ly fragile areas in the south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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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巩固和

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适度

规模经营[1]。贵州喀斯特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石漠化问题突出，但生物多样性和民族文化资源丰富。自

实施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和生态农业的介入在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同

时，居民生计方式已发生显著转变。当地群众利用独特的自然与民族文化资源实现了由传统粗放农业向

生态友好型农业模式的转型。生态农业的发展成为喀斯特地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也是石漠化治理和

实现生态宜居的重要举措，为西南喀斯特地区乡村振兴提供了一个贵州样本。本文就生态人类学视角下，

对贵州喀斯特地区生态农业模式进行探析。 

2. 贵州喀斯特地区生态与人文概况 

贵州地处喀斯特高原核心区，地貌以石峰、洼地、溶洞为主，地表破碎、土层浅薄、水源渗漏严重，

生态环境脆弱且敏感，易发生石漠化与旱涝交替。在此自然约束下，当地各族群长期形成了以家庭为单

元、多样化镶嵌式种植与生态循环养殖为核心的传统生计体系，并通过乡规民约、民俗仪式等承载着朴

素的生态伦理观念。由此，喀斯特地貌塑造了区域农业结构与生产方式，而各族群的传统生态知识与文

化实践又反过来维系着脆弱生态系统的稳定，构成生态–人文相互作用、相互适应的整体格局。 
(一) 生态人类学的核心内涵 
生态人类学聚焦人类群体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双向互动、共生适配，核心是探究人类生计方式、文化

制度、伦理观念对生态环境的适应、利用与改造机制，以及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文化的形塑作用。其要

义在于打破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强调人类文化是生态适应的产物，传统生计、生态知识、族群习俗均

是人与自然协同演化的结果，旨在揭示人–文化–生态的整体性关联，为解读区域生态–人文共生格局

提供理论视角。 
(二) 贵州喀斯特地区人文生态 
贵州作为是我国喀斯特地貌分布最核心的省份之一，贵州生态环境屏障凸显脆弱性又具有生物富集

的鲜明特征。世居于贵州的各民族群体，在长期适应喀斯特环境的过程中，逐步摸索出了丰富的传统生

态认知和具有地域适配性的农耕智慧[2]。从地理角度来看，贵州喀斯特地形总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70%
以上，其中石漠化面积占比突破 20%，这一独特的地形结构使得生态环境高敏感性，同时也导致经济发

展处于相对滞后的态势。近年来，依托发展新型生态农业，成功推动生产模式变革，实现了单一性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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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作物转向特色培育种植、林下空间种植、生态绿色养殖等多元化生产方式的转变，构建了“山顶育

林、山腰种果、山脚产粮、山下养殖”的山地垂直空间农业模式，其核心是遵循喀斯特地貌山顶到山脚

的特殊互补布局，在此基础上，当地逐步摸索出一套以生态修复为根本前提、以特色产业为核心支撑，

能够实现经济价值、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与文化传承协同并进的成熟发展范式，为喀斯特脆弱生态区的

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 
贵州喀斯特区域地处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这里气候温润舒适，冬天无凛冽严寒，夏天也没有闷

热酷暑，整体水热组合条件较为优越，年均降水量大致在 1200 至 1400 毫米之间，常年平均气温保持在

14℃到 16℃之间。但这个区域的地理条件却有明显短板：地形支离破碎、地表崎岖不平，再加上土层既

浅薄又贫瘠，土壤保水保肥能力不足，使得整体生态系统呈现出较强的脆弱性。世居在此的苗族、布依

族等少数民族，世代都一直以农耕作为主要生计，但受制于严苛的自然禀赋，传统农业技术的革新与发

展长期受到阻碍。为了适配这样的生存环境，当地慢慢形成一套以适应环境为核心的传统生态农业模式。 

3. 喀斯特地区的传统生态农业模式与智慧 

经济文化类型理论深刻揭示了生计方式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贵州喀斯特地区少数民族的生

计方式属于农耕经济文化类型中的山地集约农耕型，并兼具刀耕火种与梯田稻作的特点[3]。在长期适应

喀斯特环境的过程中，当地民众形成了以“适应当地、循环利用、多样种植”为特征的传统生态农业智

慧。其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辅以家庭养殖、手工编织及采集等，构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生计复合体。 
(一) 适应性农业 
贵州喀斯特地区的传统农业，一直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元，当地农民凭借对喀斯特微地貌和小生境

的精准了解，搭建起镶嵌式的多样化种植体系。在岩石裸露的石芽地，他们会选择种玉米、小米、荞麦

这类耐旱耐贫瘠的作物，这些作物根系发达，能在石缝的零星土壤里扎根生长，刚好能把有限的土壤资

源利用起来；在地势相对平缓的岩溶洼地，农民们会开垦小型梯田，借着汇集的雨水或山泉来种植水稻，

也就形成了喀斯特山区独有的“岩溶稻田”景观；在坡度较大的山地，他们就采用“林–粮–药”间作模

式，种上板栗、花椒这类经济林木，林下间作板蓝根、黄精等中药材，或是套种红薯、大豆等杂粮。拿具

体的实践来说，黔西南州贞丰县的布依族聚居村寨，在面对石漠化问题突出的石芽坡地，当地百姓摸索

出“玉米 + 黄豆”的套种栽培模式。在这个模式中，玉米秆能当黄豆生长的天然支架，而黄豆根系的根

瘤菌具备固氮作用，能有效改善坡地土壤的肥力条件，这样一来，既提高了有限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也

实现了石漠化坡地的土壤改良。 
另外，在村寨里的岩溶洼地梯田中，村民还搭建起“稻鱼共生”的简易生态种养体系：稻田里的鱼

能捕食田间杂草和有害虫类，鱼的排泄物又能变成水稻生长需要的天然养分，这种模式不用依赖化学农

药和化肥，就能保障稻田作物稳定产出。这类种植模式，其实是喀斯特地区农民对生态环境的主动适应。

喀斯特地貌的土壤本就浅薄且分布不均，气候还常出现干旱和洪涝交替的情况，传统农业靠着多样化种

植，既规避了单一作物种植的风险，又把土地资源利用到了极致，实现了“地尽其用”的生态生计策略。

就像马廷中在《明清云贵地区苗、彝等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状况研究》中所揭示的传统农业生态的适应逻

辑那样，贵州喀斯特地区农民的种植智慧，是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与环境共生的生存策略，这种策略虽受

生产力限制，产量不算太高，却维系住了喀斯特生态系统的脆弱平衡，为生计当地的安全筑牢了根基[4]。 

(二) 循环养殖业 
这一地区传统养殖业，主要以牛、猪、鸡、鸭这些畜禽为核心，不仅规模小还很分散，基本是为了满

足家庭日常消费和辅助农业生产，未能成为经济支柱产业，但却模式出了“养殖–粪污–果园”的生态

农业循环模式。牛在农耕里是的关键的动力来源，要承担犁地、运输这类重体力劳作任务；猪和家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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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提供肉食，它们的粪便则会被收集起来，腐熟之后施到农田或林地里，变成天然的有机肥料。这种

特点在都匀市罗甸县生态循环种养殖基地里体现得特别明显，当地农户会把养殖场的牛粪，先做干湿分

离处理、再经过高温发酵，制成稳定又无害的有机肥，专门供给给周边果园的果树，为果树生长提供天

然养料。当地农户还积极发展林下养鸡，鸡群在山林间啄食杂草害虫，这些畜禽排泄粪便又能直接滋养

山林植被，由此形成了“鸡护林，林养鸡”的生态闭环。这类循环模式，其实藏着喀斯特地区农民朴素的

生态资源观念[5]。喀斯特地貌的土壤肥力就低，想从外部输入肥料相对困难，而牲畜粪便的循环利用，

既解决了土壤肥力不足的难题，又减少了养殖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最终形成了种养联动的生态闭环。

从生态人类学角度看，这一循环体系是当地居民对资源稀缺性的回应——通过内部资源的循环再生，降

低对外部系统的依赖，在维系喀斯特生态系统稳定的同时，保障了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正如林耀华在

《民族学通论》中提到，少数民族传统生计模式始终以适应自然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为核心，形成与地

域生态相匹配的经济文化类型，强调人类生计行为必须与生态承载力相契合，实现资源永续利用与社会

再生产的统一[6]。这种循环养殖模式是喀斯特地区人与自然互动的典型范例，彰显了当地居民利用生态

规律、实现资源永续利用的智慧。 

4. 现代语境下生态农业模式的变迁与转型 

贵州喀斯特地区的传统生态农业模式，正因为政策扶持与市场经济驱动两方面的共同作用，发生着

深刻的转型。2008 年以来，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落地，生态文明建设也在持续推进，相关部门陆续

出台了关于生态补偿、石漠化整治、特色产业扶持政策等利好政策，给生态脆弱区域带来了全新的的发

展机遇。现代性要素的不断介入。不光改变了过去传统分散化的生产组织形式，还重新重塑了人与自然

之间的互动关系，推动当地生态农业从单纯维系生存的供给模式，转向了兼顾生态保护和经济增收的双

向价值发展路径，最终实现了农业发展模式的根本性转变[7]。 

(一) 从“生计型”到“效益性”转变 
随着市场经济逐步渗透和农业现代化持续推进，喀斯特地区生态农业慢慢从“生计导向”转向了“效

益导向”，在守住生态适应性的同时，也开始追求经济收益的规模化提升[8]。这种转变，打破了农户长

久以来的生产经验逻辑，过去，农户种地只是为了填饱肚子，生产和生活的辐射范围涉及面较窄；如今，

农户生产开始对接外部大市场、核心目标变成了获取可观又稳定的经济收益。农业生产的目的也因此发

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为满足自家口粮而种地”的自给自足模式，转变成“跟着市场需求来精准生产”的

商品化模式，传统的适应性农业也由此升级为兼顾生态保护与经济效益的现代化生态农业。为了实现这

一转型，不少喀斯特地区开始借助当地独特的地貌景观与传统农耕资源，打造一体化的“喀斯特生态农

业观光园”，把世代传承的梯田耕作系统、稻鱼共生模式这些传统农业形态，转化成有旅游价值的特色

景观，搭建起“农业 + 文旅”的复合业态。以安顺市平坝区塘约村来说，这个村子靠着村内成片分布的

岩溶洼地梯田，还有传承多年的稻鱼共生农耕系统，成功建成了复合型生态农业观光园区。园区里既有

原生态景观观光、民族民俗展演，还能让游客深度体验农事。在完整保留传统梯田耕作技法的前提下，

塘约村还专门设计了“梯田插秧研学实践”“稻花鱼季限定捕捞”“古法稻谷脱粒体验”这些沉浸式农事

项目，让到访游客能够全程参与从秧苗培育到谷物收获的完整农耕流程，直观且深刻地感受到“稻鱼共

生”模式里藏着的生态农事智慧与乐趣。 
农户的增收路子也随之变得多元，从过去只靠卖粮食作物的单一途径，拓展成了多维度的收益体系：

既能通过景区门票分成、现场售卖生态稻米和稻田鲜鱼拿到直接收入，还能靠着园区配套的农家乐、乡

村民宿这些业态实现长期稳定增收。据当地村委会的统计数据显示，自从这个生态农业观光园投入运营

后，参与项目的农户人均年增收已经超过 3000 元，有些经营民宿和特色民俗餐饮的农户，年收入增长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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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甚至突破了万元。研究所涉增收数据有效性与普适性存在一定局限，仅能反映局部试点区域的短期效

益。塘约村的这一实践，成功让当地传统生态农业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模式，转型为“农业 + 文旅”

深度融合的效益倍增模式，也为喀斯特地区农业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一套值得推广的实践样板。 
(二) 传统生态智慧的现代化转型 
喀斯特地区的农业转型，并非对传统的简单抛弃，而是把本土积淀传统生态智慧和现代技术、制度、

市场这些新要素做创造性结合。喀斯特地区作为多民族长期聚居的文化场域，世居在这各民族群体，在

千百年适应独特岩溶地貌与脆弱生态环境的互动中，逐步摸索出一套与当地环境高度适配的传统生态智

慧体系，这套体系里，既包含具体的农耕技艺、养殖模式，也涵盖着敬畏自然的生态伦理和乡规民约，

不仅是各民族文化认同的核心构成，更成为现代生态农业模式创新的“文化基因库”，为区域农业转型

提供了深厚的本土支撑。 
从传统生态知识的变迁脉络来看，发展历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在传统农耕时期，这些生态知识多

以口传心授、民俗仪式、乡规民约的形式存在，知识的传播范围局限于本民族村落内部，应用场景仅聚

焦于小范围的生计保障。比如苗族的“封山育林”古训，最开始只是以寨老口头告诫、宗族族规来约束

村民的山林砍伐行为，核心目的是保障村落的薪柴供应与水源涵养；布依族的梯田蓄水与稻鱼共生技艺，

也只是农户基于经验总结的农事技巧，只用来保障自家稻田的稳产与土壤肥力；彝族的“轮歇耕作”制

度，是为了应对喀斯特土壤贫瘠的问题而形成的耕地休养模式，并没有形成系统化的理论与规模化应用。

这一阶段的传统生态知识，有着有明显的经验性、零散性与封闭性特点，知识的传承依赖代际间的手把

手教学，且难以突破地域与民族的边界。进入近现代融合期，随着外部农业技术的初步传入，传统生态

知识开始出现初步的融合性变迁。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化肥、小型农耕机械等要素进入喀斯特村寨，部

分农户开始尝试将传统粪肥还田与化肥施用结合，将牛耕梯田与小型农机耕地结合，传统生态知识的纯

粹性被打破，但由于缺乏系统的技术指导，这一阶段的融合多呈现出无序性特征，甚至出现部分村寨因

过度依赖化肥而导致土壤板结、石漠化加剧的问题，传统生态伦理也因短期经济效益的诱惑而出现松动。

直至当代转型期，在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的双重推动下，传统生态知识摆脱以往零散、无序的状态，

逐步走向规范化、市场化与科学化转型，在与现代社会需求深度对接的过程中实现价值重构。传统生态

知识在当代实现的系统性转型，并非简单延续或被动替代，而是沿着制度转化、市场适配、技术融合三

条路径有序展开，使其在保留民族生态智慧内核的同时，真正适配现代生态农业发展需求。 
其一，制度转化层面。传统生态伦理与乡规民约逐步转变成规范化的现代生态管理制度。像苗族传

统的“封山育林”古训，现已经演变为村寨层面的《生态保护公约》，明确划定生态公益林与农业生产区

的边界，还制定了严格的山林砍伐与植被恢复制度；布依族“祭山节”中保护水源、禁止滥伐的民俗仪

式，也转化为常态化的生态管护巡查机制，由村民自发组建的管护队定期对辖区内的山林、水源与农田

进行巡查，能及时制止和教育违规使用农药化肥、破坏山林植被的行为[9]。这些制度把传统生态伦理的

软性约束转化为硬性管理规范，给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其二，市场适配层面。传统生态知识的应用场景开始对接市场化需求，实现了知识价值的经济转化。

过去苗族的传统手工竹编农具只用于农业生产，现在村寨合作社把竹编工艺开发成了生态农业观光园的

文创产品，结合农耕文化故事进行包装后销往全国各地；布依族的传统“五色糯米饭”制作技艺，也从

节庆食品变为观光园的特色旅游餐饮，通过标准化生产与品牌化运营，成了带动农户增收的特色产业。

这种转化让传统生态知识突破了只保障升级的单一功能，具备了文化传播与经济增收的双重价值。 
其三，技术融合层面。传统生态技艺与现代科学技术深度耦合，完成知识体系的迭代升级。彝族轮

歇耕作、苗族林下种植等传统模式，结合现代土壤改良、生物防治、节水灌溉技术，升级为生态循环农

耕体系；布依族稻鱼共生技艺，融入良种选育、生态种养标准，摒弃粗放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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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种养模式。同时借助科普宣讲、数字教学等方式，打破口传心授的局限，让零散经验系统化、封闭知

识普及化，既保留传统生态智慧内核，又契合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实现生态保护与生产增效的双向共赢。 
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要素的深度融合，既守住了“人与自然协同适应”的传统生态伦理核心，避免

了现代化进程中生态环境被破坏，又推动生态农业实现了从单一生产功能，升级成了兼顾生态保护、经

济增收、文化传承的多元价值模式，这成为喀斯特地区统筹生态治理与经济发展的关键实践路径，也为

全国同类生态脆弱区的农业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范式。 

5. 生态农业模式多元发展的动因探析 

(一) 自然动因 
贵州喀斯特地区的自然环境特征，是决定当地生态农业模式多样性的先天条件，核心原因在于环境

异质性对农业生产形成的硬性约束，而人们为适应这种约束，又开展差异化生产实践，最终推动适应型

生态农业模式分化[10]。从环境异质性的具体表现来看，该区域异质性贯穿地质、土壤、水文、气候等多

个维度。地质层面，以石灰岩为主体的岩层经长期流水溶蚀，形成峰丛、峰林、洼地、溶洞等复杂地貌，

不同地貌单元土地利用难度差异显著——峰丛洼地地势封闭，易积水但排水不畅；峡谷地带坡度陡峭，

土地碎片化严重；河谷阶地相对平坦，却受河道变迁影响较大。土壤层面，喀斯特地区土壤形成速度慢、

厚度薄，且分布呈现斑块状特征，同一村寨周边可能同时存在壤土、黏土与石渣土，土壤肥力与保水保

肥能力差异悬殊。水文和气候层面，这片区域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降水量虽然能达到 1100~1300
毫米，但降水大多集中在夏季，很容易引发水土流失和石漠化；冬春季节降水又特别少，再加上喀斯特

地貌地表水容易渗漏、地下水难开采的特性，干旱就成了常态。而且不同海拔区域的干旱频率和程度也

有明显差异——海拔 1200 米以上的山地，因为气温低、蒸发量相对小，干旱的影响会缓和一些；海拔 800
米以下的河谷地带，虽然气温高、作物需水量大，但因为靠近水源，应对干旱的能力更强；夹在两者中

间的丘陵区域，既没多少水源支撑，又要面对较高的蒸发量，干旱风险是最高的[11]。这种多维度的环境

异质性，就对农业生产提出了因地制宜的硬性要求：要是忽略区域差异，用统一的农业模式来生产，要

么会因为资源不匹配导致产量低下，要么会因为超出生态承载力而引发环境破坏[12]。所以当地居民在长

期实践中，就围绕资源适配和风险规避这两大核心，摸索出了差异化的生态农业模式。 
(二) 文化动因 
贵州喀斯特地区是苗族、侗族、布依族、彝族等多民族的聚居地，各个民族在千百年适应喀斯特脆

弱生态环境的过程中，沉淀出了一套传统生态智慧体系。这套体系里既有具体的生产技艺，也包含独特

的生态认知和文化规范，它不只是各民族文化认同的核心载体，更是驱动生态农业模式多元发展的深层

文化动因。而到了现代社会，“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创新”，又让这份智慧突破了时空限制，衍生出了适配

不同需求的生态农业模式。 
各民族传统节庆和仪式里蕴含的生态观念，不仅强化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还通过代际传承，

把生态保护意识根植到了日常生产生活中。除此之外，地方性知识体系里的农耕经验、资源管理方式以

及灾害应对策略，也为生态农业模式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这些文化要素在现代技术和

市场机制的介入下，被赋予了新的表达形式和功能价值，既保留了传统的生态伦理内核，又融入了对经

济效益和社会发展的考量，也就推动了生态农业在文化层面的创新与延续。 
(三) 市场动因 
随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现代产业形态不断渗透，贵州喀斯特地区生态农业的市场环境发生了深刻

变化，市场需求从过去满足基本温饱，转向追求生态品质、文化体验和多元功能，市场渠道从本地零散

交易，拓展成了线上线下全域覆盖，这种变化成为驱动生态农业模式多元发展的核心经济动因[13]。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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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市场通过需求牵引与渠道赋能，引导生态农业突破传统单一生产的局限，衍生出适配不同市场场景的

模式，从而实现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精准对接。从消费需求升级的维度看，市场对生态化、特色化、

文化化农产品的需求激增，直接推动生态农业模式向精细化、差异化方向分化。其中一方面就是，生态

有机需求催生有机认证型生态农业模式。随着消费者对食品安全与健康的重视，喀斯特地区因工业污染

少、生态环境优越，得此机会成为发展有机农业的天然优势区。 
(四) 政策动因 
贵州喀斯特地区生态农业模式能多元发展，离不开国家和地方层面政策的系统引导与支持。这片土

地作为我国生态脆弱区，也是乡村振兴重点区域，长期兼顾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而退耕还

林、石漠化治理、乡村振兴等一系列针对性政策，通过资金补贴、技术扶持、结构调整、制度保障等手

段，给生态农业模式创新提供了政策红利。从政策导向的变化来看，不同时期的核心政策侧重点不同，

也直接推动生态农业模式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发展方向。早期主要以生态修复为优先，催生生态治理型

生态农业模式。从 2000 年开始实施的退耕还林政策，专门针对喀斯特地区陡坡耕地过度开垦导致的石漠

化问题，通过粮食补贴加种苗补贴的方式，引导农户把 25 度以上陡坡耕地退出种植范围，转为林地或生

态用地。在产业扶持方面，贵州省出台《生态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对符合生态要求的有机农业、林下经

济、生态旅游农业等，都给予财政补贴；另一方面，地方政策与国家政策形成互补，贵州省在落实国家

乡村振兴政策时，结合喀斯特地区实际出台《喀斯特山区生态农业发展专项方案》，针对不同地貌类型，

明确制定差异化的政策支持重点。 

6. 生态农业转型与社区共同体的重塑 

在乡村发展的漫长历程里，生态农业的兴起正深刻改变着传统村落的发展轨迹。有些南方生态农业

示范区，过去一直以传统粗放型农业为主，村民们生计来源较为单一，对土地的过度开发也造成了一定

的生态压力[14]。随着生态理念的慢慢深入人心，再加上市场需求的转变，才渐渐走上了生态农业转型之

路，这一过程不仅是农业生产方式的革新，更是对整个社区共同体的全新重塑。 
其一，生态农业转型先推动了社区经济共同体的构建。在过去，村民都是各干各的，种植农作物均

以传统为主，经济效益难以获得明显提高，彼此间的经济往来也相对较少。转型之后，村民们开始尝试

有机种植、生态养殖，不断尝试着开发休闲农业等多元业态。为了形成规模效应、做好品牌化经营，村

民们自发组建了生态农业合作社，分工合作，采购农资、共享技术资源、联合开拓市场。合作社制定了

统一的生产标准和质量把控规则，确保农产品的生态品质。这种经济上的协作，把原本分散的村民拧成

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共同体。以合作社为例，通过电商平台将生态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将赚

到的利润按照一定比例分给村民，同时还会拿出部分资金用于建设社区公共设施、维护生态维护，让每

个参与其中的村民都能切实感受到生态农业转型带来的收益，进一步增强了对社区经济共同体的认同感。 
其二，生态农业转型还带动了社区管理共同体的形成。在转型过程中，生态农业的发展对社区的生

态环境、公共秩序这些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村民们也慢慢意识到，只有靠有效的管理和共同协

作，才能保障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借鉴“村民自治”的理念，再结合生态农业发展的实际需求，

制定了一系列社区公约，这些公约里既有生态种植养殖的相关规范，也涵盖了公共资源使用、社区环境

维护等多个方面。同时还选举成立了管理委员会，成员里有村民代表、农业技术能手，懂电商的能人，

专门负责统筹协调社区里生态农业发展的各项事务，比如组织技术培训、监督公约落实、调解邻里之间

的纠纷等等。这种管理模式充分调动了村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大家在参与社区管理的过程中，慢慢

有了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形成了“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管理共同体。比方说，针对农业

生产里的生态保护问题，管理委员会组织村民定期开展环境巡查，对违规使用农药化肥的行为进行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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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并做好相关教育引导，既保证了生态农业的发展方向不跑偏，也维护了社区的共同利益。 
再者，生态农业转型还深化了社区文化共同体的内涵。生态农业不只是一种生产方式，更是一种生

活方式，也是文化理念的传播载体。在转型过程中，社区会主动开展生态文化宣传活动，比如办生态农

业节庆、开展农耕文化体验活动等，让村民们在参与中深入理解生态农业的价值，同时吸引了众多游客

前来体验，促进了城乡文化的交流融合。村民们在传承传统农耕文化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其内涵，将生

态理念、合作精神融入进去。比如村里老一辈教年轻人传授传统农耕技艺时，同时也会灌输生态平衡的

重要性；社区里的孩子在学校和家庭的教育影响下，从小就树立起生态保护和社区共同体的意识。这种

文化上的传承与创新，让社区形成了独特的生态文化共同体，也拉近了村民之间的距离，强化了文化认

同感和情感纽带。 
生态农业转型与社区共同体的重塑是相辅相成的。经济共同体给转型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动力，管理

共同体为转型撑起了制度保障和秩序，文化共同体则为转型提供了精神支撑和凝聚力。在这个过程中，

社区居民从对土地的单一依赖，转变为对生态农业多元价值的共同追求；从分散的个体，凝聚成了一个

在经济、管理、文化等多方面紧密相连的社区共同体。这种重塑不仅让社区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统一，还为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社区发展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范例，也展现了生态农业转

型在构建新型社区共同体方面的巨大潜力。 

7. 结语 

从生态人类学“人–生态–文化”共生的核心视角来看，贵州喀斯特生态农业的演进历程，本质上

是当地世居民族在脆弱生态基底与民生发展诉求之间，不断摸索平衡的实践过程，在传统农耕阶段，各

民族群体依靠适应性作物种植与循环式畜禽养殖维系生计，将世代积累的生态智慧深度融入民族文化体

系；到了现代社会后，又借着政策扶持、市场导向和技术助力，逐步培育出有机种植、农文旅融合这类

多元产业模式，最终实现了生态保护、经济增收与文化传承的价值协同。这一发展路径的形成，始终离

不开地方性知识体系的深层支撑。区域内复杂的自然环境差异性，催生了多种多样的生态农业形态；民

族传统生态智慧为产业发展筑牢了文化根基；而宏观政策引导与市场化机制又为其注入了持续发展的外

在活力。 
喀斯特生态农业的演进兼具理论与实践双重价值：在理论层面，它更新了生态人类学领域对本土传

统知识的认知范畴，也证明了传统生态智慧并非静态的文化遗存，而是能够适配脆弱生态系统的动态活

态资源；在实践层面，其探索既为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破解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二元矛盾提供了可复

制的贵州方案，也为全球同类生态脆弱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用的参考。 
当然，当前发展仍面临诸多现实难题，像传统生态知识传承出现代际断层、资本过度介入引发的文

化异化等问题，都对产业的长期发展形成了制约。这也启示我们，喀斯特生态农业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

必须强化社区的主体地位，要以生态人类学的整体性研究视角为指引，推动社区群体主导传统生态智慧

与现代发展要素的有机融合，这样才能避免出现“重效益轻生态、逐市场丢文化”的失衡问题，让贵州

喀斯特生态农业在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的同时，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产业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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